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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
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
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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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密宗一般认为成熟于公元 7 世纪，独特的
修行和传承方式、鲜明的民俗信仰色彩是其区别于
其他佛教宗派的主要特征。公元 8 世纪初之后，密
宗由印度向外传播，广泛流传于东亚、东南亚和中
亚。“一时间，密教在世界佛教中也成了压倒一切的
教派”。［1］俗称阿吒力的大理佛教密宗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兴起的，有学者认为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

取得国教的地位。［2］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对大理佛教密宗的研究就
已开始。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成为战时中国
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一大批随迁的学者对云南地区
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向达先生因

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大理地区留存一批记载古代特殊

佛教信仰的墓碑，便委托石钟健先生深入喜洲和邓

川两地，对碑文进行了收集和初步研究。与此同时，
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等也对昆明、大理留存的一批
佛教文物如经幢、墓碑等进行了考察，结合古代文
献，完成了多篇直到今天都仍有很高价值的佛学史

研究论文。50 年代之后，白族被正式划为中国的一
个少数民族，有关当地信仰的研究迅速增多，随着多

批考古材料如大理千寻塔塔刹文物、北汤天写经等
的发现，有关讨论更加深入。张旭、汪宁生、李昆生、

张锡禄、李东红、候冲以及本土学者杨延福、田怀清、
周祜等利用历史、宗教、艺术、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
成果，将现有的画卷、石窟、碑刻、文献以及民族志资
料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有效整合，对阿吒力信仰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大理佛教密
宗阿吒力教派的认识并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佛教密宗进入大理的途径，以往的研究提

供给我们的答案多样，有中土说、印度说、西藏说。
大部分学者都固执的认为自己所支持的才是云南密

宗唯一的传入地，其他两地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虽然有一些学者采取了调和态度，但最多也只是兼

取上述三地中的两个。
一、中原与印度

台湾学者几乎一致推定阿吒力教兴起是中原佛

教传入大理的结果。蓝吉富先生认为“关于阿吒力
教的来源问题，固然有可能有印度僧人到白族地区

传教，但是数量并不多见。……阿吒力教的教法( 包
括经典、仪轨等) 主要仍然来自中国的汉地佛教”。［3］

李霖灿先生认为“大理国虽然距西藏较中土为近，但
其宗教系统却显然受中土的影响更重”。［4］他根据保
存在台湾的大理国画卷《张胜温梵相卷》中的密宗诸
尊不见于藏密和日本东密的事实，而推测其是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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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迹的华密; ［5］大陆学者候冲先生和他们的看法基

本一致，在综合研究了南诏大理国存世的画卷、写经
和观音像后，他认为大理佛教“并无直接传自印度的
痕迹，说明大理地区的密教也传自中国内地”。［6］

黄心川先生则坚持阿吒力教由印度直接传入，

他认为大理密教保持了印度佛教密宗的特色，甚至

印度教的一些祭祀仪礼……; ［7］其是藏传佛教之外
印度密教传入中国的另一支。傅永寿博士也认为
“( 南诏佛教) 以天竺传来的密宗最盛……，成为南诏
佛教的主流。……大理国时期……源于天竺的密宗
仍然占主要地位”，［8］总之，“南诏佛教的源头是天竺
密教”。［9］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曰: “赞陀崛多神僧，蒙
保和十六年( 839) 自西域摩伽国来”，［10］这大概可以
视为密宗进入云南的最早官方记载。是时著名的开
元三大士(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 在唐弘扬密宗已有
百年，密宗在内地的发展方兴未艾，且已开始向日

本、朝鲜流布。因此不能忽视当时的大唐作为一个
密宗信仰国际输出地的地位。南诏与唐交往密切，
或战或和两者都存在频密的交流。虽然缺乏详细的
文献记载，密宗在大理的突然兴起应该也受到了唐

朝的影响。云南佛教信仰虽然具有地方特色，但它
显然没有断绝同内地佛教的交流。三塔出土的文
物———唐代高僧法藏与弥陀山合译的《无垢净光大
陀罗尼经》便可作为辅证，其“写经书法具有明显的
唐代风格”，［11］应是中原传至大理的文物。相关讨
论已经很多，本文不再多作赘述。
在云南佛教史上，赞陀崛多被认为是南诏密宗

流传的祖师，在乡间传说和野史中有许多关于他的

神异故事流传，而且《万历云南通志》中的记载也为
南诏密宗传自印度提供了证据。历史上印度政局长
期动荡不安，佛教内受婆罗门教强势的竞争，外受伊

斯兰教崛起的压力，不少僧人因而出国游化。云南
在地理上靠近印度和缅甸，古代确实有上述两地的

僧人来滇弘法，密宗有可能是他们直接传入的。化
身梵僧的观音收伏罗刹的传说至今仍在大理民间流

传，据薛克翘先生考证，这个故事源于印度，毗湿奴

化身侏儒打败恶神为其原型。［12］现藏于日本，其上
题有“中兴二年”的《南诏图传》中有梵僧显圣的一
系列画面可以与传说互相印证，溶化铜鼓铸造佛像

的画面和上文提到的收复罗刹的故事，应该都是佛

教从印度进入并取代当地土著信仰的变相记载。画
卷显示梵僧在南诏的传教起初并不顺利，画卷上有

梵僧被杀后复活的场景，这虽然可以证明僧侣具有

的神通和力量，但被杀也可以理解为佛教传教士对

遇害的集体记忆。另外，根据大理墓志铭的材料，许
多家族在明代尚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来的密宗传

教士。比如在《张公圹志》中，撰写者宣称“张氏之
先，肇自观音建国十二请兵，由西天来助，就居此邦，

分为各姓”。［13］这种说法固然不能不百分之百的相
信，但也没有理由认为它完全出于杜撰。
我们承认印度佛学对大理的影响，但有学者认

为密宗阿吒力教派是云南除汉文、藏文、巴利文经典
系外的第四种佛教宗派———梵语经典佛教，［14］这种
说法的成立目前看来还需找到更多证据。在大理地
区发现的写经大多数是汉语经典; 来华游化弘法的

印度僧人不仅曾驻锡大理，他们也曾经到达过中原、
西藏、西域以及朝鲜等，而这些地区都没能发展出梵
语系的佛教;至于大理地区存留的梵语石碑和经幢，

在内地也有发现，并不为云南独有。从全国范围看，
异域僧人游化传教的情况并非仅见于云南，而且到

达大理的梵僧宣扬的也未必都是密宗。所以，认为
云南密宗主要从印度传入的论述还需对更多细节进

行斟酌后再做结论。
陈垣先生曾指出“( 云南佛教) 其始自西传入，多

属密教，其续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15］因为相关
论述并未展开，我们也不能仅凭这只言片语推断其

详确看法，但他似乎倾向认为大理密宗和显宗有不

同来源，分别来自印度和中原。印度与中华是古代
东方并峙的两大文明，其文化各自都向包括当时大

理在内的东南亚地区辐射。石钟健先生认为“南诏
在它建国的初期，不单已经汉化，同时接受了印度的

宗教———秘密教，也印度化了”。［16］这个论断的细节
尚需经过更加严密的论证，比如洱海地区接收印度

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始于南诏建国初期，当时的大理

地区既积极从中原地区输入佛教，同时也接受了一

些源于印度的信仰文化则是毫无疑问的。
二、吐蕃

考虑到滇藏地理上的靠近，以及两地曾经存在

十分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有一些学者认为西藏是
大理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地。刘小兵先生认为“南
诏佛教的主要宗派就是密宗”，而且“乃是来自吐
蕃”; ［17］大理学者吴堂先生也认为“南诏与吐蕃接壤
且往来密切，密教从西藏传入 ( 天竺僧经吐蕃来南

诏) 的可能性较大”。［18］和中土说、印度说之间只是
谁主谁次的争执不同，有学者则倾向于完全否定西

藏对南诏大理国的宗教影响:“我们找不到南诏大理
佛教密宗从西藏传来的证据”。［19］对于上述两种截
然不同的说法，我们需要仔细探讨。
唐朝和南诏的军事冲突始于天宝八年( 749)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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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交恶还要更早。在南诏与唐朝决裂转而北附的
时代，吐蕃由赤德祖赞( 704 － 755 年在位) 执政。赤
德祖赞一心向佛，在佛苯的斗争中全力支持前者。
他去世之后，继任者赤松德赞( 755 － 797 年在位) 也
全力兴佛抑苯，他迎请了以莲花生大师为代表的密

宗咒师入藏，佛教由此大盛。而此时的南诏臣服于
吐蕃，在宗教上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739 年，吐蕃发生瘟疫，反对王室崇佛而支持苯
教的贵族们借口说这是因为朝廷延请外来僧人引起

鬼神发怒造成的，吐蕃境内开始大规模驱逐佛教僧

侣，汉地和尼泊尔的僧人各回本土，而王室曾经收容

的从于阗逃难来的僧人大都逃到乾陀罗国( Gandha-
ra) ，《交广印度两道考》认为此国就是今天的云
南。［20］当时南诏和吐蕃交好，有一部分僧人来滇应
该也在情理之中。由此看来，吐蕃对南诏佛教产生
影响应该也很早。838 年 － 842 年，吐蕃赞普朗达玛
采用一系列暴力手段打击佛教，拆毁佛寺，驱逐僧

侣，使佛教在西藏境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滇
云史乘，赞陀崛多神僧来云南是在 839 年，时间上同
吐蕃的朗达玛灭佛活动相吻合，这些异域僧侣有可

能是在藏地受到打击才来大理的。《南诏图传》文字
部分有如下记载:“保和二年( 825) 己巳岁，有西域和
尚菩立陁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
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虽然
文字资料只能说明西藏是印度僧侣来云南的中转

地，但吐蕃至南诏之间存在一条传统的佛教传播路

线是无疑的，密教由此而传入云南也是有根据的。
现存楚雄大姚县的藏式白塔是大理国时所建，

这是留存不多的能说明南诏大理国佛教受吐蕃影响

的文物。在喜洲地区发现的著名碑刻《三灵庙记》中
的三灵分别是“吐蕃之酋长”、“唐之大将”和“蒙诏
神武王偏妃之子”，［21］此文刊刻于明景泰元年，是为
重修当地原已存在的一个庙宇而作，吐蕃酋长能进

入当地神系足以说明两地宗教领域存在着一定的交

流。另根据明代刻石《南山大法藏寺碑》的记载，大
理当地著名的阿吒力宗师董贤被封为“不动辣麻”，
辣麻即喇嘛，在汉语文化系统中，喇嘛是藏传佛教僧

人的代称，董贤所修习的密法似乎有和西藏佛教相

同或相通的成分，否则无法获得喇嘛的称谓。实际
上，大理国时期似乎还有延请西藏法师的事例，由费

孝通等学者发现于凤仪北汤天村的大理国写经《吉
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中有“帝师堂下主持喇嘛贡
葛巴，受主万代恩耳”的题名。根据地方志记载，明
代密宗僧官何清曾师从乌思藏大宝法王学习密

法。［22］而西藏密宗僧人在大理民间修行的事例，直

到近代还有; 大理宾川鸡足山不仅是云南汉传佛教

的中心，其在附近藏族聚居区也享有很大声誉，每年

都有大批藏民前来朝圣。这些事例被记录下的时间
虽然较晚，但由此上推，南诏和吐蕃两地佛教在历史

上可能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南诏时期印度、西藏和中原同时将自

己的密宗信仰传播到大理。《南诏图传》中的文字卷
部分明确地记载了当地人对佛教传入的记忆:“敕大
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

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胡梵”指代印度
甚至包括当时人想象更远的中亚地区，而“蕃汉”自
然是吐蕃和中原，由此看来这种总结恐怕是最全面

的。
三、东南亚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佛教的

学者提醒我们还要进一步开拓视野:“云南省受到印
度、尼泊尔、缅甸、暹罗、西藏、印度支那和中国内地
的影响，我们确实可以从云南艺术中找到这些地区

的文化影响。”［23］铸造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嵯耶
观音不同于唐宋佛教造像的风格，其扁平的躯体，以

及头冠、臂环等显示的细节特征确实和东南亚同时
期的造像很接近。所以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
参考东南亚甚至印度的塑像，云南这一时期雕像的

独特形象及其风格特点将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解

读”。［24］国内亦有学者对比了云南的阿嵯耶观音像
和东南亚诸国的观音造像，得出的结论是“阿嵯耶观
音造像与东南亚造型风格十分相似，它的躯干式样、
面貌、服饰都呈现出强烈的东南亚地域性特征”。［25］

作为反映当时佛教信仰情况的直接证据，现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也显示东南亚文
化的影响在加深，其上绘制的“真身观世音”等都表
现出明显的东南亚佛教造像风格。此外，当地有别
于中原的神灵体系也有所发展，现藏于美国的一尊

阿嵯耶观音铸像的铭文显示大理国王段正兴的两位

太子的名字都嵌有“易长”两字，参考《张胜温画卷》
看，这是“易长观世音”的简称，此一菩萨名从未见于
中原。
根据景泰二年《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的说

法“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毗卢遮耶族，姓婆罗
门，从梵天口中而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巳丑
年，观音大士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
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

诩王度，下以福佑人民……”。［26］此文显示作者“密
僧洪仁”对印度的情形有一定了解。在中国广泛流
传的汉译佛经中难免带有很多有关印度文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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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楞伽经》中的一些章节便基
于佛教立场对印度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解释和评

论，比如对于婆罗门的来历，有关佛经的说法是“无
命物从梵天口中生。婆罗门两臂中生……”。参考
古老的《吠陀经》的叙述，此佛经所译并不十分妥当，
婆罗门在印度被认为是从梵天的嘴巴而不是两臂诞

生的。显然，在中国流传广泛且主要作为禅宗典籍
出现的《楞伽经》并非是这位撰写碑文的僧侣相关知
识的来源，这也可以说明大理人有关印度的认识是

另有所宗的。除了宣称祖先为天竺僧侣的后裔外，
大理还有将本土直接描述成天竺国组成部分的传

统，此地有“鹤拓”的古称，同时亦有“妙香国”的说
法，方国瑜先生曾撰文驳斥伯希和的看法，力证这些

名字出现在云南并非说明此地即古印度的“乾陀
罗”，但他也同意存在“唐乾符年间云南之梵化”［27］

的现象。
关于“梵化”问题，其实还应该从更广阔的区域

中去考察。因为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南诏大理
国在文化上与上述两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往对

云南佛教的记录和理解几乎完全是在一种中原地区

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不仅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

而且难免存在误读和误解。比如，大理国有九或者
十位国王避位为僧，这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经常被

认为是政治斗争失意的结果，但如果从东南亚传统

的角度来看，国王出家并不那么罕见，很多国王成为

虔诚的修行者。此外，根据缅甸国史的记载，因为听
闻妙香国有一颗珍贵的佛牙，著名的国王阿奴律陀

意欲谋取，他亲率大军来到大理，盘桓三个月，在得

到一个碧玉佛像后怏怏离去。王位数传之后，阿郎
悉都王再次对佛牙发生兴趣，在出兵妙香国之前，为

了表明自己继承了著名的阿奴律陀王的血统和意

志，特意刻了《赖道佛塔碑文》纪念此事，尽管如此，
他和他的曾祖父一样都无法从妙香国手中得到佛

牙。［28］这些故事虽然不见于汉语文献的记录，但从
大理和缅甸地理上的接近以及两者在文化上联系一

向密切的传统看，可能基本属实。早在汉代，汉语文
献中便有了“蜀身毒道”的记载，但这条道路只是从
云南到印度的滇—身毒道的延伸。这条道路的存在
证明云南和印度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是十分古老

的。国外的学者们也认为存在“一条经过阿萨姆、上
缅甸及云南而把印度和中国连结起来的道路”，……
“通过这条道路，印度文化在上缅甸产生影响之后，
一直传播到南诏”。［29］所谓的云南“梵化”很可能是
通过东南亚输入的，而且可能是整个东南亚“梵化”
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大理文化的一些独特现

象，只有从更广阔的范围获取更多的参数，同时利用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相关的材料进行重新的解释，

才能获得更准确、更全面的理解。
大理是东南亚文化区的北缘部分，作为“亚洲文

化的十字路口”，大理古代文化也表现出和内地不同
的风貌，但中国学界从东南亚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理

解大理独特文化传统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大理文

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土著性”亦未受到足够重视。
总之，由于大理地近印度，毗邻东南亚，同时与

吐蕃和唐接壤，在佛教席卷亚洲的时代，南诏大理国

很容易受到上述各方的影响，其佛教密宗可能有一

个多元的来源; 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仰文化并不一定

互相排斥，它们共同构成大理地区独特的佛教传统;

在佛教持续输入的漫长过程中，不同的来源在不同

的时期可能会影响更大，至于其中以哪个来源为主，

需要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信仰情况厘清之后才能做

下一步的讨论。
作者附记:论文一部分曾在韩国地域文化学会

2010 年国际学术大会上宣读，评议人韩国岭南大学
崔敬昊先生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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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ways of Buddhisim Culture’s Introduction
to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s

ZHANG Hai-chao

Abstract: Tantrism was called Acarya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Yunnan． However，the road into Yunnan has
been become controversial issue，so It’s really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er exploration on pluralist ways from Central
Plains，India，Tibe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strong local authority stands on the frontier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
ture and is neighbors to India，Tubo and Southeast Asia，therefore the point that the authority has been affected by
multi-facets is reasonable． It only makes sense to obtain data from wider area and use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thro-
pology to have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n related materials in order to get a more precise explanation． Yunnan has
since ancient times been known as a window for China to face Southeast Asia，combining the carrier of Buddhism，we
may re-recognize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culture in Yunnan．

Key words: Tantrism; Acarya; Dali; Bai ethnic group; religiou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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